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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元代《易》學發展的背景 
 
 

前人對元代《易》學的相關研究，多由單一學者的《易》學著作來進行探討；但

如此一來，對於《易》學的整體特色及了解，就不免掛一漏萬、難得全貌之憾。嘗試

由歷史發展的視角，透過《易經》的「時」、「位」觀念來檢視元代《易》學的內容；

由此看元代《易》學的價值及意義，及對後代《易》學發展的影響。 
由以下三個面向來描繪元代《易》學發展所受影響及轉變的狀況，相信對了解其

中「時位」觀念的面貌和價值，能有較完整的認知。這三個面向即：社會變遷及執政

者的態度、道教新派系的崛起、《易》學內在理路的發展。由外在環境的改變及外來理

論的加入，到《易》學本身的發展，來探討對元代《易》學的影響。 
 
 

第一節  社會變遷及執政者的態度 
 
自西漢獨尊儒術始，儒家思想受到重視而成為思想主流；而後由東漢末年到唐代，

儒家思想受到現實環境及佛道思想的挑戰而不斷擴充其內容和深度。到了兩宋時代，

儒家思想以「理學」的面貌出現，在深度及廣度上大幅開發，迅速成為學術主流。此

時知識分子也以學習儒家思想為主，加上兩宋朝廷為達統治目的，也以儒家思想為依

歸；不僅儒家思想深入人心，知識分子的地位及自我認知也因外在因素及內在發展應

而大幅提高。宋代士人在政治、經濟、法律及地位上都受到禮遇及優待，使知識分子

成為社會中堅及價值表率1。 
到了元代，知識分子的地位及價值性受到了挑戰，如：謝枋得〈送方伯載歸三山

序〉： 
 
滑稽之雄，以儒家為戲者曰：「我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貴

之也；貴之者，謂有益於國也。⋯⋯九儒十丐，後之者，賤之者，謂無益於國

也2。」 

 
雖然根據學者的考證，元代知識分子的地位並非真是如此低落3，但地位產生變化則是

不爭的事實。知識分子地位為何改變？由上面引文可看出端倪：官、吏之所以列為一、

                                                 
1 見蕭啟慶〈元代的儒戶：儒士地位演進史上的一章〉，《元代史新探》，頁 2-4，新文豐書局，1983年。 
2 見《謝疊山集》，《叢書集成》，卷 2，頁 20-21。 
3 見蕭啟慶〈元代的儒戶：儒士地位演進史上的一章〉，《元代史新探》，頁 1~58，新文豐書局，1983年。
文中指出：元代設置「儒戶」乃為幫助讀書人維持生計，並維持其階層特性的作為；因此「儒戶」並

沒有特別被貶低，而是與其他戶計地位相似，甚至略高於其他戶計，可見元代統治者並非刻意打壓知

識階層，而是將之與一般階層同等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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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乃因「有益於國」；而儒、丐在統治者眼中是「無益於國」，故不被重視。 
宋、元統治者看待知識分子有一共同觀點：是否對王朝及帝王利益有幫助？宋代

帝王視儒學及知識分子是維繫王朝統治的資源，故很重視知識份子的培養；元代統治

的方式與宋代不同，甚至初期有盡去漢人，空地以為牧場的建議出現4，這是以蒙古民

族的觀念來思考異質文化所產生的武斷結果。而且，在元朝創建初期，使用漢士卻遭

致叛變的經驗也讓統治者對漢人及知識分子懷有戒心5；這都使元代的士人處於不同以

往的地位，也促使士人思考自身處世應對之道，許衡《讀易私言》討論爻位關係也反

應了這種思考： 
 
凡為陽者本吉也。陽雖本吉，不得其正則有害乎其吉矣，雖得正矣，不及其中，

亦未可保其吉也，必當位居中，能趨時義然後吉乃定。6 
 
行事之道，在趨時而合宜。若不如此，雖大有能力，但因不在其位且不得其時，驟然

而起則難有結果，不得其「中」也；如此一來，雖「正」亦難得善果，這也是許衡決

定出仕為元朝效力的原因7。 
從上面的探討可知：元朝統治階層對人民價值的認定是植基於對國家是否有貢

獻，所以在入主中國後，也視中國為其大蒙古國的一部份，理應接受蒙古式思想及制

度的安排，那才是「有益於國家」；但是，漢民族則認為「凡可認同漢文化者，即可認

同其統治權」，以此希望蒙古民族「漢化」8，雙方認知上的落差造成了知識分子「無

益於國」的論斷。其實，若由元朝歷史來看，知識分子也有受重用的時候，但都由實

用的角度來進用，如：耶律楚材、劉敏、楊惟中、楊喚等人，或因協助經濟發展、或

因改善統治效率而為當權者重用。在這種趨勢下，元代的「人才養成」除了品格養成

及為學基本工夫鍛鍊外，更注重實用技能如：政府行政訓練、知識技能的傳授應用；

而較少在哲理與思維上投入9。元代教育思想是以朱、陸之學為本，朱熹重格物窮理的

「學」，陸九淵重本心發揚的「悟」，鄭玉由此指出朱學太重知識學習而忽略實用，以

及陸學知識不足而只談本心的缺失，應調和二者，兼顧「耕讀結合，勞心勞力並重」

及「讀書在得其大旨，要有真實體認」，才可使個人在受教過程中由理想導正心志，由

實踐推引走向理想。除了鄭玉之外，如吳澄主張教學貴「實悟」與「實踐」、許衡重「治

生」，強調教育與生活的結合，都是在教育上對朱陸理學融會運用的努力。在教學的實

                                                 
4 見《元史‧卷 146‧耶律楚材傳》：「近臣別迭等言漢人無補於國，可悉空其人，以為牧地。」 
5 如：李壇叛變時，文士劉秉忠等人牽涉在內而被黜。 
6 詳見許衡《讀易私言》，《四庫全書‧經部十六‧易類》，頁 2，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7 詳見孫劍秋〈從《讀易私言》看許衡的處世之道〉，《中華學苑》43期，頁 171-179，1993年。 
8 詳見王明蓀《元代的士人與政治》，〈第二章第二節：統一中國時期〉及〈第三章第一節：漢蒙政治思 
想的差異〉，1992年，學生書局出版。 

9 黃書光先生以為：元代理學教育思想重視「朱、陸調和」由「主內求以救務外」、「重讀書以濟虛空」、
「強調理論實踐及(致用)思想的闡發」，結合現實狀況來成就個人生命成長。詳見黃書光〈論元代理學
教育思想的特點〉，《孔孟月刊》31卷 9期。吳霓先生認為：元代理學教育思想受朱、陸理學和現實狀
況影響，表現出「書本知識與實踐並重」，「內化及外求方法論的搭配運用」，「階段教育及分年教育的

實施」，「由知識教育~情感教育的深刻化」四大特色，詳見吳霓〈試析元代教學思想的特異性〉，西南
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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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上，吳澄任職於國子學時，參考程頤〈學校奏疏〉及朱熹〈學校貢舉私議〉等作品

中的主張，將國子學分經學、實行、文藝、治事進行分科教學；其中「治事科」中包

含食貨、水利、通典等社會生活所需知能，讓學生在經典的鑽研之餘也兼顧生活技能

的培養，更可印證所學，達到「所用為所學」及「在做中學」的狀態，展現元代教育

的特色10。由於社會地位的轉變及統治者的偏好，使得知識分子在思考自身的安頓及生

命的發展，由宋代注重個人及群體形上理性的追求，而轉向對現實生活的關注與生活

實踐的重視11；在《易》學的發展上，對「時」、「位」觀念的應用也造成了不少的影響。

故知元代社會的變遷與統治者的態度，讓知識份子思考在現實狀況下應有的作為；這

也帶動元代《易》學發展朝調和現實與理想的面向前進。 
 
 

第二節  道教新派系的崛起 
 
全真教是金朝末年崛起於北方的道教派系，這個教派的創始者是王  ，本為儒士

出身；他在金代末年於山東收馬鈺、譚處端、劉處玄、丘處機、王處一、郝大通、孫

不二等七大弟子，多為通經達史、善文善賦之人。王   歿後，適逢戰亂，各地烽火迭

起，眾多知識分子一方面想求精神上的寄託，二方面找個可安頓現實生活的歸所，相

繼投入全真教名下，使全真教由單純的宗教信仰，慢慢變為戰亂中的避難所和穩定力

量。隨著知識分子的不斷加入，全真教在教理的發展及教務的推動上更是一日千里；

自成吉思汗與掌教者丘處機相見於大雪山之陽起12，元代統治者屢次將全真教掌教者加

封為「天師」、「真君」、「真人」等封號足見統治者對其敬重13。 
全真教的興起，除了統治階層的認定之外，大批知識分子的加入，為其教義的內

容和理論奠定充實及再造之功有絕對的關係14。丘處機本人為全真教理論的開拓做出了

貢獻，對「道」、「氣」、「陰陽」的關係上有所說明： 
 
天地本太空一氣，靜極則動，變而為二。輕清向上，為陽為天；重濁向下，為

陰為地。既分為二，亦不能靜。因天氣先動，降下以合地氣，至極後升。地氣

本不生，因天氣混合引帶而上，至極復降。上下相須不已，化生萬物⋯⋯萬物

化生，無有窮已。15 

                                                 
10 強調生活即實踐的教育主張，在元代還有許衡、金履祥、鄭玉等人，可說是一普遍性共識。 
11 么書儀先生在《元代文人心態》中對元代知識分子的心態有豐富的分析，如：「駕馭時代的理想及建 
功立業的志向」，「用世、棄世、玩世」的態度，「尋求精神的歸宿及平衡」、「心理及行為的失衡變態」，

可供參考，詳見么書儀《元代文人心態》，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3年。 
12 詳見《玄風慶會錄》，《道藏》第三冊，頁 388。 
13 如：據王磐《玄門掌教宗師誠明真人道行碑銘》記載：中統三年（1262A.D.），忽必烈又為全真道掌
教者張志敬賜號：⋯⋯玄門掌教真人張志敬，…志行修潔…法垂後人，可特賜號光先體道誠明真人。」
此類封賞於元代屢屢出現，可見元廷對全真教的重視。 

14 詳見卿希泰《續中國道教思想史綱》，頁 260~293，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 
15 詳見《道藏》第四冊，頁 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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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登州修直觀建黃菉醮〉中也說： 
 
渾淪之道急如箭，反覆陰陽自交戰，太極茫茫造化開，平空落落神奇見。群生

萬象參差出，六合八紘妝點遍。誇古騰今逐日新，流形返樸隨時變。16 

 

丘處機對「氣」生萬物的程序作說明，他認為「氣」就是「道」的展現，「道」是宇宙

萬物賴以變化的根源及本體，又稱「太極」；丘處機在傳統道教思想的基礎上，將「道」

視為主觀「心」的活動，由此宣揚「修道之路在修心」，將「道」與「人」的關係拉近，

使「道」的修行與實踐更加明確，不僅有助於教務的推動，更用「修心說」彌合儒、

道二家對「修道」的認知差距，有助於道教的普及化。 
「修道之本在修心」的觀念，對元代的道教發展產生了正面推動作用：包括教派

理論的交流及教門的合併不斷進行，在全真教的刺激下同一時期各宗派也開始在理論

及教務上加強。從宋、金時期創立或更新的四大教派，即正一道、真大道、太一道、

全真教在元代流傳狀況來看，「正一道」即漢末張陵所創「天師道」系列的嫡傳，歷史

最久，且受歷代主政者認可及協助，但在元代道教中的作用主要在符籙科儀的再造和

維持社會穩定，在理論的創造上較無成果；而真大道與太一道也有類似狀況，因此若

說對道教理論的開創，仍是以全真教最具成果17。全真教的南傳，將原本江南張伯瑞一

系的「內丹道派」理論吸收進來18，綜合二派的內丹功法，建構完整的個人生命修造理

論，對道教取得學理依據最具成效。由「外丹」追求轉向「內丹」的鍛鍊，使「外丹」

理論依據的「先天太極圖」、「無極圖」等圖式，與儒家的《易》學思想有更多的交流，

影響了元代《易》學的發展19。 
全真教重視個人修行，主張「性命雙修」，強調識心見性為修練正途；「人」有「本

來真性」(即「元氣」)，是成仙的憑據，只有透過修造「本來真性」，才可成仙。從丘
處機強調「心」可對道進行運化創造的可能後，傳統儒家對性命修造的觀念為俞琰、

雷思齊等道教學者吸收，將個人生命的修造及落實透過對《易經》的開發而尋求天、

人關係調和及會通20。由上可知：元代道教新教派的發展對《易》學的內容提供創新的

動力，在往後的章節中會針對道教思想對《易》學影響作更全面的探討。 
 
 
 

                                                 
16 《磻溪集》，《道藏》第 25冊，頁 825。 
17 有關「全真教」在北方的傳播狀況，以及元代其他道教教派，如：正一道、真大道、太一道等教派的
比較，詳見卿希泰著《續中國道教思想史綱》，頁 216--423，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 

18 《續中國道教思想史綱》，頁 83~110。 
19 如：俞琰《易外別傳》正是以「先天圖」為本，闡釋個人修造應有的作為；雷思齊《易圖通變》直接
由河圖推演世界的演化與個人生命修造之方，都使《易》學內容得到新的補充與發揮。 

20 如：李道純《全真集玄秘笈》、俞琰《易外別傳》、《讀易舉要》、《周易參同契發揮》，雷思齊《易圖通
變》、《易筮通變》，或發揮丹道及天理人心會通之學，或建構以道為本的世界觀，使「道」的內容與

儒家價值觀念漸漸調和，從而會通二者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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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易》學內在理路的發展 
 

一、 對宋代《易》學的繼承 
 
宋代《易》學大致可分「義理」、「象數」兩大派。在《四書全書提要‧經部‧易

類小序》中有言： 
 
《左傳》所記諸占，蓋猶太卜之遺法。漢儒言象數，去古未遠也；一變而為京、

焦，入於禨祥；再變而為陳，邵，務窮造化，《易》遂不切於民用。王弼盡黜象數，

說以《老》、《莊》；一變而為胡瑗、程子，始闡明儒理；再變而為李光、楊萬里，

又參證史事，《易》遂日啟論端。此兩宗六派，已互相攻駁。 

 
由這段評論可知：四庫館臣就《易》學歷史的源流，導出「兩宗六派」說，「兩宗」乃

指「象數」及「義理」，「六派」即為引文所舉的代表《易》學家，由此概述《易》學

發展的歷史，也可知宋代在《易經》哲學史中佔有重要的地位。 
宋代《易》學的重要性在於承續漢、魏《易》學的成果，又依時代需求增加內容，

開拓了《易》學的內涵。宋《易》的「圖書」之學是在原本象數《易》學的基礎上，

試圖說解宇宙及世界萬物構成的理路，故創出「河圖」、「洛書」、「先、後天圖」、「無

極太極圖」等圖式，來探索萬物化生之理，以補前代《易》學未盡之功。由新「圖書」

的創立，將原本象數《易》學重實用的趨向轉移到哲理探討上；雖說欲找出《易經》

原意，但實際上宋代「象數《易》學」將《易》學帶往宇宙論、本體論的探討上。由

《易經》的創作本旨來看，這是一種「歧出」，但這與當時重視本體意義探討的風潮互

相呼應；所得結果也滿足當時人們的需求，不僅風靡當代，更啟發後世對相關議題的

研究，影響不可謂不大。再來是「義理《易》學」的部份，宋代《易》學主張「以儒

學闡釋《易》」。《易經》本是實用之書，以實際事理來闡明天道是很常見的作為；宋代

《易》學有意地透過《易經》的體系來闡述當時流行的「理學」，並在過程中加添了《易

經》的內容。透過《易經》的體系，宋人對於儒家價值觀念作了系統化的討論，歸納

出「以德為本」的天、人關係及實踐路徑，對於「理學」體系的完成有極大貢獻。 
綜觀宋代義理及圖書《易》的內容，我們可以描述宋代《易》學的特色是：擴大

《易》學的範圍，深化《易》學的內涵，重新建構理想的生命圖式，使個人及民族、

國家都可獲得安置及發展。當然，若就歷史發展來看，事件的發展未必依此圖式而行；

但宋代《易》學建構的圖式對當時人的觀念，乃至於元代學術發展及影響是無庸置疑

的。 
元代《易》學對宋代《易》學的繼承，可由兩個方面來探討： 

 
（一）、對象數《易》學思想的承繼及運用：宋代圖書之學由陳摶透過「無極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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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太極圖」等圖式，開始建構一個以「道」為中心價值的世界觀；而邵雍《皇極經世

書》承此系統，提倡以「數」推算未來可能狀況。以象數觀念來發揮其經世治民理念

早做預防的做法，滿足宋末元初動蕩局勢下人心求安身避禍的需求；使象數之學由被

二程視為「無用於世」的「數學」，變為金、元變代之際人人需要的「實學」。此外，

金代理學本較注重象數的成份21；再經過趙復、劉因等人的推行22，將象數觀念推入各

領域，造成元代《易》學擴大運用象數之學的特色。 
（二）、「以義理闡《易》」的發揮：《易經》具備的基本功用是卜筮測吉凶，以追求

生命的存續及發展。在宋儒眼中，《易經》除了卜測吉凶之外，更是蘊含天地至理的寶

書；學者以為《易經》本為儒家經典，以儒理來探究《周易》及背後的天道，不僅最

能探得原意而尋得天道，更可使個人及群體對天道有參與及實踐的機會，因此「以儒

理闡《易》」的義理派大大興起。透過學者對自然、人類社會、人心認識等議題的深入

思考後，推衍出極富創造性的哲理來闡述天道，並以「天理」作為釋《易》主軸是「義

理《易》」最大的特色；這與宋代學術重視由經典中闡發人與天互動的趨勢相合，也使

「義理《易》」成為宋代《易》學的主要成份。元代《易》學觀點承襲宋《易》而來，

對於由經典內容闡述天人關係的作為有更深入的發揮23，或調和象數及義理《易》、或

援引道教說法來補充《易》學，或承述宋《易》說法，都與「義理《易》」的主張脫不

了關係，足見元代《易》學對義理《易》學的發揮是受宋《易》影響，而又更加深入。

元代《易》學對「義理」與「象數」的界限並不如宋《易》般分明，且將兩派《易》

學主張融合互用，以闡釋《易經》的意義；由「義理闡《易》」走向統合象數與義理《易》

學，正是元代義理闡《易》的特色。 
 

二、對《易》學理路的發揮 

 
宋代的經學發展，是學術史上變化最大的時期。皮錫瑞先生在其所撰的《經學歷

史》一書中有以下的陳述： 
 
是經學自漢至宋初未嘗大變，至慶曆開始一大變也。《七經小傳》，劉敞作；《三

經新義》，王安石作……元祐諸公，排斥王學；而伊川(程頤)《易傳》專明義
理，東坡《書傳》橫生議論，雖皆傳世，亦各標新。司馬光<論風俗劄子>曰：

「新進後生，口傳耳剽，讀《易》未識卦爻，已謂〈十翼〉非孔子之言，……」

                                                 
21 詳見羅立剛，《宋元之際的哲學與文學》，頁 32~72 上海復旦大學出版，1999年。 
22 趙復曾作〈傳道圖〉將儒家道統上推於伏羲、神農。將推衍「先天之數」的伏羲視為道統初祖，視儒
家（理學）與象數圖學為同一體系，開啟象數之學走入正統道學之機；劉因修正吳澄的近古〈道統圖〉，

將邵雍（元）、周敦頤（亨）、二程（利）、朱子（貞）四人傳承視為一周期，使邵雍及象數思想成份

成為「道統」的一部份，從中促成象數《易》學的擴大。 
23 如：吳澄解《易》，融合象數、義理之說，對將卦象與經文合一解卦，並且將六十四卦是唯一完整而
可互相變化的「卦」，因此一卦之義要由它變化的可能性與占卜者的狀況搭配後才能完全被瞭解，這

使「象數」與「義理」都被融於「天人關係」的實踐中，擴大了《易經》的內容與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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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游曰：「……自慶曆後，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所及24」 
 

皮錫瑞以為宋代經學的特色在「變古出新」，其目的在陳述己身見解或求用於救世濟

民。據葉國良先生《宋人疑經改經考》中考查宋人對《易經》的疑改，乃為解決：卦

爻辭及〈十翼〉的作者問題、古本《易經》原貌的恢復及經書傳抄過程中可能錯誤的

改訂25；推其原因乃為使《易經》的意義被正確認識，並冀求自身見解可在真理中得到

驗證，而同樣的理由也發生在宋人對其他經典的移改上26。 

除了對經文內容的疑改外，宋人對《易經》的態度也起了變化：既然眼前所見的

《易經》未必全為聖人之言，那如何傳達聖教天道？因此需有輔助工具，如：各種圖

式及推算之術，或是透過對本文的再創造來找出《周易》新義，以傳授天道之教。在

這種風氣下，宋代《易》學發展便更加蓬勃而多樣化，《經學歷史‧經學變古時期》： 

 

孔子以《易》授商瞿，五傳而至田何，又三傳為施讎、孟喜、梁丘賀，此《易》

之正傳也。京房受《易》於焦延壽，託之孟氏，不相與同，多言卦氣占驗，此《易》

之別傳也。⋯⋯宋道士陳摶乃本太乙，下行九宮法，作先天後天之圖，託伏羲、

文王之說而加之孔子之上。三傳得邵子，而其說益昌。邵子精數學，亦《易》之

別傳，⋯⋯於是宋、元、明言《易》者，開卷即說先天後天。⋯⋯是以先天、後

天說《易》者，皆無足觀。
27 

 

皮錫瑞先生對宋《易》發展的評論，是站在「能否闡發經典原義」的角度斷定其價值，

因此會說出宋代圖書象數《易》學「皆無足觀」的評語；但也顯示宋代《易》學有另

出新說、使《易》學朝脫離文本表面意義的方向發展的趨勢。但就開拓《易》學內容

的角度來看，宋代《易》學在漢、魏《易》學的基礎上，把握「以儒理解《易》」的精

神，而不只由經傳文字內容來理解《易經》；試圖由此找出儒家的根本精神，既反應宋

代儒學發展的狀況又顯示宋代《易》學的特色，這正是其價值所在。 
綜合以上的探討可知：宋代《易》學發展的理路是要求個人生命的安頓和經世濟

民理想的達成，這條《易》學發展的理路，在元代《易》學家手中獲得承續：我們看

到俞琰及雷思齊對《易》理、道家思想、象數圖式的說解及儒學主張的應用，就可看

見《易》學求實用的作為；當我們看到胡一桂對朱子《易》學的補正及注疏，就是《易》

學探求經義這條理路的彰顯；當我們看到吳澄兼取漢、晉、宋象數及義理之說來說解

己身創見，或是張理以圖書及象數之學解釋卦爻的意義，就可知《易》學「重統合」

又「隨時應變」的精神並未停歇。在承續宋代《易》學擔負對個人生命安頓與儒學內

容變化尋找出路的使命下，元代《易》學除了持續就義理層面闡發《易》學外，更融

合象數、道教等原本較不屬於義理《易》所討論的內容，以擴大對個體生命的安頓，

                                                 
24 詳見皮錫瑞《經學歷史‧第八章‧經學變古時期》，頁 237~238，藝文印書館出版，1974年。 
25 詳見葉國良《宋人疑經改經考‧第一章：對《易》經的疑改》。頁 1~42，台灣大學文學院發行，1980 
年。 

26 如：王安石推行新政找立論依據，親自參與《三經新義》的編成工作。 
27 見皮錫瑞《經學歷史》，頁 247~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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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凸顯元代透過融合各家說法以達現實功效的學術發展趨向。元代《易》學重視調和

及實效，因此對宋代《易》學提倡「以德為本」的精神，主張透過更清楚而實際的作

為來落實；因此，用象數、道家等說法來解《易》，都是為了展現「德」的全貌，使人

可清楚把握行德方法，由此達到個人生命的安頓。擴大對「德」的認識與實踐，是元

代《易》學承續宋《易》主張而做的深入發揮。 
 
 

小   結 
 
我們透過對元代《易》學發展背景的探討，歸納出社會變遷與統治者的態度、道

教思想的影響、《易》學內在理路的發揮為元代《易》學發展的基本條件。社會的變遷

與統治者的態度，讓知識份子思考在現實狀況下應有的作為，帶動元代《易》學發展

朝調和現實與理想的面向前進；道教新教派的發展對《易》學的內容提供創新的動力，

使理學在討論「道」時無法完全由儒家角度解決的問題，如：養生之道的落實、個人

生命與自然的互動等問題，都可由道家《易》學的內容獲得補強，使《易》學內容更

加完整而實用；而《易》學內在理路的承續與發展，對宋代《易》學提倡「以德為本」

的精神，主張透過更清楚而實際的作為來落實，運用各家說法來解《易》而展現「德」

的全貌，使人可清楚把握行德方法，由此達到個人生命的安頓。 
由上面的歸納可知：元代《易》學有注重調和與實踐功效兩大特色，並以擴大對

「德」的實踐來增補《易》學內容；這既是承續宋《易》主張而做的發揮，也是元代

《易》學精神所在。 


